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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间品贸易已经占据全球贸易的主流，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垂直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体

系中，这其中企业管理者的特征对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起重要作用。通过合并上市公司数据库和海
关数据库，计算企业出口产品的海外附加值率，研究了企业管理层的职业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
等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别造成什么影响，以及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

与。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这三种管理层背景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和影响渠道存在差
异: 管理层研发设计等职业背景的增多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其影响渠道是增加中间品进

口及提高研发技术水平，这对企业长远发展非常有利; 海外背景显著减少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其对

研发和中间品进口没有显著和明确的影响，对企业的长期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 政治背景降低全球

价值链参与度是通过中间品进口替代完成的，退出全球价值链和“进口中学”的减弱对企业的长期影
响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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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统计数据测算，自 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

额的比重一直在 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 69．32%。可见，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据了绝
对主导地位，从价值链角度研究国际贸易显得尤为重要。企业是全球化生产的微观主体，长期内看，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企业的管理层是企业的“大脑”，是企业生产经营战略的
制定者和执行者，管理者本身的人物特征( 比如职业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 决定了其视野、能
力、经验和局限，因此企业管理者的人物特征对企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自 Melitz［1］和 Antràs［2］创立异质性贸易理论以后，学术界对于从企业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生产

率异质性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Antràs［2］认为，是否选择国际分工以及
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率，其中生产率低的企业选择国内生产; 生产率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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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垂直分工，通过契约等方式维系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品生产商之间的关系; 生产率最高的企

业则可以选择垂直一体化，延伸企业边界，成为跨国公司。而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能力也是决定企业
生产率的重要方面，因此必须予以重视。目前，学术界关于管理层背景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的研究
尚少，尤其缺乏企业管理层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实证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考察了企业管
理层的背景特征( 如职业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 对企业出口海外附加值的影响，并从企业创
新研发和中间品进口等角度考察了管理层背景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中间机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也为企业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 一) 企业管理层与全球价值链

目前缺乏从微观层面出发直接研究管理层背景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关系的文献，已有文献主

要关注管理层背景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比如利用企业数据验证了劳动力流动与企业出口的关系。
Hiller［3］采用工具变量并利用丹麦数据研究发现工人和管理者过去的出口经历对现在工作企业的出
口决策有积极的影响。Sala and Yalcin［4］、Mion and Opromolla［5］分别利用丹麦和西班牙的数据得出
了类似的结论。Mion and Opromolla［5］认为真正对企业出口决策起作用的是管理者的经历。Masso et
al．［6］在验证管理者出口经历对企业出口的积极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这种影响具有地区专有
性，且当出口经验越近时，影响越明显。Ding et al．［7］发现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本身对企业出口不
利，而这种不利影响在融资约束较强和合同强度较强的行业更小。
全球分工背景下，只从出口这一维度观察企业管理层的影响会有偏差，从全球价值链的来源、概

念和测度中不难看出，企业决策更多是从国际和国内分工的角度整体考量的。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可
以追溯到 20世纪 70年代末，当时出现了“商品链”概念［8］。“商品链”概念包含的基本思想是追溯
产生“最终消费品”的所有投入和转化，并描述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项目过程［9］。Gereffi［10］在著作中
介绍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描述了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全球商品链。之后，术语从“全球商品
链”向“全球价值链”转化。价值链的概念与商品链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更强调捕捉全球产业
组织的决定因素［8］。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涉及一系列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分布在不同的
地区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构成价值链的活动通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间网络中进行，这些活
动的总和被称为“全球价值链”［11］。
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分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程度和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两种维度。其中，基于

微观数据计算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取得了长足进展，这类文献包括 Upward et al．［12］、张杰和郑文
平［13］、吕越等［14］。Upward et al．［12］假定加工贸易的进口品均用于中间投入，一般贸易的进口品同比
例用于中间投入以及国内消费，这样可计算得到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张杰和郑文平［13］在
Upward et al．［12］的基础上考虑了中间贸易商的影响，改进了 Upward et al．［12］对出口中国内附加值率
的计算，同时，在指标计算中考虑了资本品折旧的问题。吕越等［14］在 Upward et al．［12］、张杰和郑文
平［13］的基础上，考虑企业使用的国内中间品可能包含一定比例的国外附加值，对企业出口的国外附

加值率进行了调整计算。现有文献中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指标包括以下几类: Hausmann
et al．［15］提出的技术复杂度指标［16］、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17］、Antràs et al．［18］提出的上游度指
标［19-20］、出口的间接附加值率［21］。而杨君等［22］针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的研究则发现，中国
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本回报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资本回报率增长仍存在“低
端与后向嵌入依赖”的特征。总体而言，出口行为往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内生决策，企业管理层
并非单方面决定出口和出口量，而是决策是否参与行业内的某项国际分工。在分工合同下，企业自
然会产生相应的中间品进口和最终品( 或中间品) 的出口。在中间品贸易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
下，仅仅研究管理层背景和出口关系得到的结论是有偏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是这类研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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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略的控制变量，它既内生决定企业进出口行为，又与管理层背景密切相关，本文的研究将为此提

供切实的证据。
( 二) 企业管理层影响企业价值链参与的机制

高层管理者是一个企业的决策层，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23］。已有研究文献通常
采用企业管理者所在的管理层级别来定义高层管理团队［24］。在公司金融领域，Brookman and
Thistle［25］、Davidson et al．［26］、Elnahas and Kim［27］和 Nelson and Winter［28］等大量文献研究了管理层
( CEO) 或管理层团队对企业行为或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什么管理层的人力资本可能影响企业的价值链参与呢? 在企业层面，Nelson and Winter［28］提

出了企业层面的知识理论，认为企业采取的策略与企业的知识理论有关。Bebchuk et al．［29］也关注企
业层面知识的重要性，特别是所谓“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他们认为这对于识别和利用企
业发展中的外部知识来源至关重要。人力资本雄厚的企业具有模仿其他企业的能力，从而能够享受
来自其他企业的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并且这些企业也有能力进行必要的组织变革。Hambrick and
Mason［30］基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公司治理内外部环境的
复杂性，管理者只能进行选择性观察，无法全面理解内外环境的各个方面。因此，管理者现有的价值
观( 心理特征) 和认知结构( 客观特征) 也将影响其对环境的认知。在战略决策过程中，不同的管理
者会形成不同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等战略行为和业务表现。程锐等［31］发
现企业家精神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制造业出口升级; 企业家创业精

神还引起了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提高。当然，除了主观的认知结构外，公司的激励机制也会影响高
管的认知和决策选择，比如陈东和邢霂［32］发现不同类型的高管激励对社会捐赠与研发投入之间的

选择决策存在显著差异性影响。此外，Akbas et al．［33］、Bebchuk et al．［29］、Coles et al．［34］和 Engelberg
et al．［35］等发现社交网络是个人和组织间信息传播和资源交流的有力渠道，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管理者的社会资本会产生信息优势，同时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信息不对称的降低对于许多
企业行为如研发投入、融资活动等将产生重要影响，而研发投入和融资等企业行为都是影响企业价
值链参与的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得出，管理层背景影响价值链参与的内在机制发生于吸收能力、高阶梯队理

论和信息优势等方面。本文聚焦管理层背景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企业管理层研发设
计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对企业出口海外附加值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
足。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包括: 第三部分为本文经验研究基础的理论描述; 第四部分为实证策略、数据
选取、描述和解释实证结论等; 第五部分检验管理层背景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渠道，比较不同管
理层背景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第六部分总结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三、理论描述
管理层背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产生影响。
( 一) 直接影响渠道下的高阶梯队理论

从直接渠道来讲，按照 Hambrick and Mason［30］的高阶梯队理论( Upper echelon theory) ，由于公司治
理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管理者的有限理性，管理者只能进行选择性观察，因此，管理者现有的价值观

( 心理特征) 和认知结构( 客观特征) 将影响其对环境的认知，而职业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直接
影响其价值观和认知结构，影响其公司经营方面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决策。
( 二) 间接渠道途径下的“吸收能力”理论
从间接渠道来讲，Bebchuk et al．［29］等的“吸收能力”理论强调了识别和利用企业发展中外部知

识来源的能力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而管理层自身的背景和认知能力决定了他们识别和利用外部知

识的能力，比如有研发和海外经历的管理层可能更加看重海外高品质、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以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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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消化、吸收进口技术进而提高出口的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性，而这个过程就是企业主动融入价值
链全球分工，紧跟产业链上下游的前沿技术，发挥“进口中学”和“出口中学”作用的过程。政治背景
对外部知识的识别有偏向性，对行业价值链分工状态缺乏认识，而且政治背景还可能导致企业因“政
治关系”等被动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品，进而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 三) 间接影响渠道下的信息优势理论

此外，还存在一种间接影响渠道，即管理者的社会资本可以产生信息优势，降低信息的不对称。
管理层背景直接决定其对行业价值链分工态势的熟悉程度，对行业技术分布、研发周期等的了解程
度，这有利于企业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业地位和面临的国际竞争格局，更好地作出经营决策，直接

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同时信息交流会带来中间品的交易、促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吸收
能力”产生相同的影响。其中管理层的研发和海外背景可能形成其熟悉全球价值链的信息优势，而
政治背景信息优势可能使其更了解国家金融、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信息。
在以上文献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管理层的研发设计等职业背景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其作用机制在于研发

设计背景强化管理层对高技术中间品进口、“进口中学”的倾向性，增进管理层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研
发能力的了解，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合作、竞争。
假设二:管理层海外就职、求学等背景对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在

于，一方面其增强行业全球分工的信息优势，从而增加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技术人才回国使

得部分中间品生产技术内部化，进而减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假设三:管理层政治背景降低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其作用机制在于政治背景的信息优

势和吸收能力主要在获取金融、补贴优惠等方面，与价值链分工无关，同时政治兼职对企业经营是一
种无效率［7］，如增加国内“关系”企业的中间品采购来替代中间品进口，这会减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四、模型建立和数据选取
( 一) 实证策略

实证检验之前，本文首先构建了表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管理层背景的若干变量，我们参照

吕越等［14］，利用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度量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FVAＲ=
VAF

X
=

Mp
A+X

o Mo
Am

D+Xo[ ]{ }+0．05{ MT－Mp
A－M

o
Am}

X
( 1)

其中，FVAＲ 表示企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在本部分即为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变量
( GVC) ，公式右边的 VAF表示企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M、X、D 表示企业的进口、出口以及国内销售。
上标 p表示加工贸易，上标 o表示一般贸易。下标 A表示企业进出口的实际值，Mo

Am表示 BEC产品编
码下的中间品进口，MT 表示企业的中间品投入额。从式( 1) 可以看到，企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考
虑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区别，而式中的 0．05则为企业使用的国内中间品中平均包含的国外附加
值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式( 1) 主要显示了企业出口品中来自海外的附加值比重，因此该方法计算
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主要是后向价值链参与度。
本文定义管理层为( 副) 董事长、( 副) 总经理、首席执行官( CEO) 等对公司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

职位。研究主要关注的是: ( 1) 高管的职业背景( 主要关注研发、设计等职业背景) ; ( 2) 高管的海外
经历( 包括学业或者职业经历) ; ( 3) 高管的政治关联( 同时在政府部门任职等) 。为研究管理层背景
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我们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以下回归分析模型:

GVCit =β1+β2TMTit+β3X+φs+φt+μi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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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s表示行业。GVC表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TMT表示管理
层的背景变量。X为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控制变量。参考 Ding et al．［7］，控
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率、资产回报率、杠杆率、总资产、员工数、税负率、出口比例、加工贸易等
影响出口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变量，以及董事长 CEO 兼任情况、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持股比等公司
治理层面的变量。φs 为行业固定效应，φt 为时间固定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本模型没有控制企业固
定效应，原因在于高管任职及其背景这个变量比较稳定，随时间变化小。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总体 /组内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VAＲ 3 533 0．679 0．365 0．013 1．000

研发设计职业背景 3 533 0．188 总体 0．137 0．000 1．000

组内 0．058 －0．110 0．782

海外背景 3 533 0．036 总体 0．062 0．000 0．533

组内 0．028 －0．344 0．225

政治背景 3 533 0．156 总体 0．104 0．000 0．750

组内 0．056 －0．155 0．473

生产率 3 533 15．448 1．109 9．666 20．328

总资产回报率 3 533 0．061 0．336 －6．599 20．785

杠杆率 3 533 0．498 1．650 0．008 0．970

总资产( 对数) 3 533 22．060 1．248 16．704 29．051

员工总数( 对数) 3 533 7．905 1．216 1．609 12．576

税负率 3 533 0．014 0．019 －0．199 0．477

出口 /收入 3 533 0．134 1．575 0．000 0．952

加工贸易虚拟变量 3 533 0．165 0．371 0．000 1．000

董事长 CEO兼任情况 3 533 0．213 0．410 0．000 1．000

董事会规模 3 533 8．974 1．824 4．000 18．000

董事会持股比 3 533 0．091 0．174 0．000 0．83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海关数据和 CSMAＲ数据匹配后计算所得。

( 二) 数据来源

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产
品编码等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

( 2002—2015 年) 。高管的背景数据
来源于国泰安 CSMAＲ 数据库，其中
管理层的职业背景包括生产、研发、
设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金融等
方面，我们重点关注管理层的研发设

计背景( 是否有研发、设计等职业背
景) 、海外背景( 是否曾经在海外工作
或学习过) 和政治背景( 是否在各级

政府任职、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
委员) 。对于以上变量，我们从公司
层面计算相应管理层中拥有某种背

景的人员比例作为解释变量，从而可

以从解释变量的变化看出公司管理

层背景的变化情况。类 似 Ding
et al．［7］和 Giannetti et al．［36］的做法，

图 1 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附加值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海关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计算。

本文使用解释变量的当期值。
控制变量中资产回报率、杠杆率、总资产、

员工数、税负率等数据来自国泰安上市公司数
据库，参考 Giannetti et al．［36］和 Levinsohn and
Petrin［37］我们计算了企业的生产率。而为了计
算企业出口产品的海外附加值和出口比例、贸
易方式，我们将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

配以获得更为准确的企业进出口等数据，并计

算出上市公司海外附加值率变化趋势如图 1。
使用公司名称进行模糊匹配，进一步的手动匹

配排除了将上市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匹配到一

起的可能。使用 2008—2015年的国泰安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因为一方面国泰安数据库仅提
供 2008年以后的管理层人物特征数据，另一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进出口产生重大影响。两
个数据库总共匹配上 835家企业，剔除缺失值后可用观测值为 3 533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 三) 典型事实分析

在展示实证结果之前，为了直观考察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我们将 2002—2015 年的
CSMAＲ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作了以下事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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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贸易类型企业平均海外附加值率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海关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计算。

首先描述 2002—2015 年的所有上市公司
的平均国外附加值的时间变化趋势( 图 1) 。从
图 1可以发现中国整体的企业出口国外附加值
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从 2009 年以后; 但是
在 2002—2006 年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主
要是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口加工

贸易快速发展所致。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
发，全球生产陷入低迷状态，因此 2008 年时出
现了显著的下降。之后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更
新升级，企业出口的国外附加值呈现出整体下

降的趋势。

图 3 不同行业企业平均海外附加值率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海关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计算。

图 2展示了不同贸易类型企业 2002—2015
年平均 GVC对比。从图中可以发现，企业出口
国外附加值最高的是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这

与其贸易形式的特征相吻合，出口加工企业的

国外附加值居高。同时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
工贸易以及一般贸易，其产品的国外附加值相

对较小，这也与其贸易形式十分吻合，因此必须

控制企业的贸易形式，以确保相似贸易方式的

企业之间有可比性。
图 3显示了企业 2002—2015年平均国外附

加值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从中可以发现行业

图 4 不同管理层背景企业平均海外附加值率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海关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计算。

之间的国外附加值存在显著差别，平均国外附

加值率超过 90%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传媒、国
防军工和电力及公用设备。而商贸零售和纺织
服装的国外附加值率则低于 50%。因此在研究
管理层背景和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之间的关系

时，必须充分考虑行业间的差异。
通过将前文计算的三类管理层背景数据按

照高于平均值和低于平均值分为两组，我们分

别计算了各组企业 2002—2015年平均海外附加
值( 图 4) 。可以发现研发背景较高的企业倾向
于有更高的平均海外附加值; 而管理层海外背

景和政治背景较高的企业其出口的海外附加值

都更低。这一结论是否显著和稳健，本文将通过实证结果加以验证和分析。
五、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公司管理层包含的范围较大，委托代理问题等还可能导致不同职位的管理层对企业经营产

生不同影响，因此本文将管理层作了分类: 一是管理层整体，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团队; 二是高
管团队，指管理和执行团队，即在管理层整体中剔除董事会和监事会人员; 三是董事长+CEO( 总经
理、总裁等) ，代表公司最高决策者和最高执行者; 四是董事长，代表公司最高决策者; 五是 CEO( 总
经理、总裁等) ，代表公司最高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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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管理层研发设计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研发设计背景 0．013 －0．097 0．590＊＊＊ 1．208＊＊＊ －0．122
( 0．046) ( 0．079) ( 0．186) ( 0．254) ( 0．276)

生产率 0．041＊＊＊ 0．041＊＊＊ 0．042＊＊＊ 0．042＊＊＊ 0．04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总资产回报率 －0．064 －0．062 －0．065 －0．067 －0．063

( 0．082) ( 0．081) ( 0．082) ( 0．084) ( 0．082)
杠杆率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总资产( 对数) 0．062＊＊＊ 0．063＊＊＊ 0．062＊＊＊ 0．063＊＊＊ 0．062＊＊＊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员工总数( 对数) －0．058＊＊＊ －0．057＊＊＊ －0．057＊＊＊ －0．057＊＊＊ －0．057＊＊＊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税负率 0．095 0．140 0．066 0．033 0．106

( 0．354) ( 0．350) ( 0．352) ( 0．354) ( 0．352)
出口 /收入 －0．073＊＊ －0．072＊＊ －0．073＊＊ －0．072＊＊ －0．072＊＊

( 0．034) ( 0．034) ( 0．034) ( 0．034) ( 0．034)
加工贸易虚拟变量 0．002 1 0．002 5 0．001 8 0．002 1 0．002 2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董事长 CEO兼任情况 －0．045＊＊＊ －0．045＊＊＊ －0．042＊＊＊ －0．039＊＊＊ －0．045＊＊＊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董事会规模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 0．003) ( 0．003) ( 0．003) ( 0．003) ( 0．003)
董事会持股比 －0．128＊＊＊ －0．123＊＊＊ －0．139＊＊＊ －0．145＊＊＊ －0．126＊＊＊

( 0．041) ( 0．041) ( 0．041) ( 0．041) ( 0．041)
常数项 －0．781＊＊＊ －0．778＊＊＊ －0．801＊＊＊ －0．817＊＊＊ －0．777＊＊＊

( 0．154) ( 0．153) ( 0．153) ( 0．153) ( 0．153)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Ｒ-squared 0．194 0．194 0．196 0．199 0．194

注:＊＊＊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5%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0%的显著性水平。

( 一) 管理层研发设计背景

与企业海外附加值

表 2显示了管理层研发设计
背景对企业海外附加值的影响。
管理层背景的系数中，只有董事

长+CEO 和董事长的研发设计背
景对企业的海外附加值影响显著

为正，其他范围的管理层背景影

响系数不显著。由于研发设计投
资长期来看对于企业提高生产

率、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有利，因此
在公司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条件
下，研发相关经历可能增强公司

吸收海外先进技术，并在技术消

化吸收中增加研发投资的倾向，

进而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因此理论假设一是成立的。
而董事长存在更为显著的影响，

因为董事长一般作为企业的实际

控制人，更加注重从长远角度制

定公司经营战略，是“吸收能力”
和信息优势发挥作用的主要驱动

者，而高管等其他管理层则相对

短视，不注重研发投资的长期收

益，更关心短期利润。
本文的实证回归中可能存在

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主要因为更

加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

能更倾向于雇佣或选举研发设计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公司领导，进而导致反向因果关系。为此我
们使用两种方法处理这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首先，考虑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可能更加无效率，不
十分注重个人的职业背景，甚至任人唯亲［38］，这反而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研发设计背景更接近随

机分布，从而可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其次，本文参考 Ding et al．［7］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
具变量( IV)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
表 3显示了使用两种处理内生性方法后的结果，为方便起见，没有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放入

其中，Kleibergen-Paap LM统计量和 Wald F统计量都显著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国有企业样本的
回归结果与表 1 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而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则表明，OLS 可能低估了董事长和
CEO研发背景的反向影响。无论如何，较为稳健的结论是，董事长的研发背景对于促进企业参与国
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 二) 管理层海外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

使用同样的思路，本文检验了管理层海外背景和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表 4 显
示了管理层海外背景对企业海外附加值的影响。可以发现，比较稳健的结论是除去董事长后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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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管理层研发设计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 处理内生性)

国有企业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研发设计背景 0．011 －0．134 0．466＊＊ 1．272＊＊＊ －0．503
( 0．056) ( 0．099) ( 0．230) ( 0．279) ( 0．387)

Observations 1 259 1 259 1 259 1 259 1 259
Ｒ-squared 0．661 0．661 0．662 0．665 0．662

工具变量回归

研发设计背景 －0．007 －0．209 0．565 2．008＊＊＊ －2．007*

( 0．069) ( 0．160) ( 0．391) ( 0．427) ( 1．160)
Kleibergen-Paap LM statistic 585．140 367．775 390．993 320．358 107．733
Kleibergen-Paap Wald F statistic 4 579．695 1 029．182 1 437．553 2 120．611 309．484
Observations 2 611 2 611 2 611 2 611 2 611
Ｒ-squared 0．211 0．212 0．214 0．216 0．200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尤其是 CEO 的海外经历对企业
海外附加值率的影响最大，管理

层中拥有海外求学或者就职经历

的高管比例越大，企业越倾向于

降低海外附加值率。董事长的海
外背景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海
外经历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信息

优势，另一方面海外归国高管可

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先进技术可

能产生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即

部分中间品进口通过人才的引进

实现了“内部化”，因此降低了企
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是对
于不直接参与具体技术工作的高

表 4 管理层海外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研发设计背景 －0．388＊＊＊ －0．791＊＊＊ －0．855* 0．145 －1．874＊＊＊

( 0．095) ( 0．199) ( 0．459) ( 0．602) ( 0．664)
生产率 0．042＊＊＊ 0．042＊＊＊ 0．042＊＊＊ 0．042＊＊＊ 0．04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总资产回报率 －0．064 －0．064 －0．065 －0．064 －0．064

( 0．082) ( 0．082) ( 0．083) ( 0．082) ( 0．083)
杠杆率 0．003* 0．004＊＊ 0．003* 0．003＊＊ 0．003＊＊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总资产( 对数) 0．066＊＊＊ 0．065＊＊＊ 0．063＊＊＊ 0．062＊＊＊ 0．062＊＊＊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员工总数( 对数) －0．059＊＊＊ －0．057＊＊＊ －0．058＊＊＊ －0．057＊＊＊ －0．058＊＊＊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税负率 0．186 0．140 0．133 0．103 0．136

( 0．350) ( 0．350) ( 0．352) ( 0．352) ( 0．352)
出口 /收入 －0．071＊＊ －0．072＊＊ －0．072＊＊ －0．072＊＊ －0．072＊＊

( 0．034) ( 0．034) ( 0．034) ( 0．034) ( 0．034)
加工贸易虚拟变量 0．004 0．003 0．002 0．002 0．002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董事长 CEO兼任情况 －0．045＊＊＊ －0．046＊＊＊ －0．046＊＊＊ －0．045＊＊＊ －0．047＊＊＊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董事会规模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 0．003) ( 0．003) ( 0．003) ( 0．003) ( 0．003)
董事会持股比 －0．117＊＊＊ －0．117＊＊＊ －0．123＊＊＊ －0．127＊＊＊ －0．124＊＊＊

( 0．041) ( 0．041) ( 0．041) ( 0．041) ( 0．041)
常数项 －0．855＊＊＊ －0．833＊＊＊ －0．780＊＊＊ －0．777＊＊＊ －0．771＊＊＊

( 0．154) ( 0．153) ( 0．152) ( 0．153) ( 0．152)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Ｒ-squared 0．198 0．198 0．195 0．194 0．196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管( 比如董事长) 来说，中间品进

口替代效应则不存在，实证结果

说明理论假设二也是成立的。
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可能更

倾向于雇佣有海外经历的高管，

因此内生性问题仍然需要处理。
仍然采用两种方式处理内生性:

一是使用国有企业子样本，原因

与前面类似，国有企业的人事任

免并不十分注重个人的职业背

景，这反而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

的海外背景更接近随机分布。同
样需要注意样本变化导致的选择

偏差( selection bias) 问题; 二是进
行工具变量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处理了内生性之后的回归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尤

其是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支持基

准回归结论。不过在国有企业的
子样本回归中，有海外经历的董

事长对企业国外附加值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和工具

变量回归结果相反。此外，工具
变量对实证结果的系数往往产生

放大作用，一般会放大 9 倍左
右［39］。但是本文所使用的工具
变量并没有导致系数变化太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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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管理层海外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 处理内生性)

国有企业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海外背景 －0．150 －0．849＊＊＊ 1．081 2．807＊＊＊ －2．444*

( 0．155) ( 0．229) ( 0．928) ( 0．816) ( 1．282)
Observations 1 259 1 259 1 259 1 259 1 259
Ｒ-squared 0．661 0．666 0．661 0．663 0．662

工具变量回归

海外背景 －0．567＊＊＊ －0．972＊＊＊ －1．862＊＊ －0．807 －3．963＊＊

( 0．128) ( 0．315) ( 0．814) ( 1．117) ( 1．600)
Kleibergen-Paap LM statistic 146．017 50．416 75．310 38．330 26．272
Kleibergen-Paap Wald F statistic 723．579 439．748 259．430 142．189 55．673
Observations 2 611 2 611 2 611 2 611 2 611
Ｒ-squared 0．216 0．205 0．213 0．212 0．210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明工具变量回归没有估计出过偏

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LATE) ”。
( 三) 管理层政治背景与企

业海外附加值

使用同样的思路，本文检验

了管理层政治背景和企业全球

价值链参与之间的关系。表 6
显示了基准的回归结果。几乎
任何范围的管理层政治背景对

企业海外附加值都有显著负向

的影响，也就是说公司管理层的

政治背景使得公司倾向于退出
表 6 管理层政治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研发设计背景 －0．283＊＊＊ －0．640＊＊＊ －0．779＊＊＊ －0．894＊＊＊ －0．469
( 0．059) ( 0．167) ( 0．187) ( 0．216) ( 0．368)

生产率 0．039＊＊＊ 0．039＊＊＊ 0．039＊＊＊ 0．040＊＊＊ 0．04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总资产回报率 －0．068 －0．060 －0．058 －0．059 －0．063
( 0．081) ( 0．081) ( 0．080) ( 0．080) ( 0．082)

杠杆率 0．004＊＊ 0．003* 0．003* 0．003* 0．003*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总资产( 对数) 0．065＊＊＊ 0．066＊＊＊ 0．062＊＊＊ 0．061＊＊＊ 0．062＊＊＊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 0．011)

员工总数( 对数) －0．057＊＊＊ －0．057＊＊＊ －0．055＊＊＊ －0．055＊＊＊ －0．057＊＊＊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税负率 0．105 0．118 0．131 0．155 0．095
( 0．357) ( 0．348) ( 0．345) ( 0．343) ( 0．351)

出口 /收入 －0．074＊＊ －0．073＊＊ －0．073＊＊ －0．073＊＊ －0．073＊＊

( 0．034) ( 0．034) ( 0．034) ( 0．034) ( 0．034)

加工贸易虚拟变量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董事长 CEO兼任情况 －0．042＊＊＊ －0．037＊＊ －0．046＊＊＊ －0．054＊＊＊ －0．042＊＊＊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 0．015)

董事会规模 0．004 0．002 0．002 0．002 0．002
( 0．004) ( 0．003) ( 0．004) ( 0．004) ( 0．004)

董事会持股比 －0．116＊＊＊ －0．120＊＊＊ －0．106＊＊＊ －0．108＊＊＊ －0．124＊＊＊

( 0．041) ( 0．041) ( 0．041) ( 0．041) ( 0．041)

常数项 －0．782＊＊＊ －0．814＊＊＊ －0．749＊＊＊ －0．747＊＊＊ －0．777＊＊＊

( 0．153) ( 0．154) ( 0．153) ( 0．152) ( 0．153)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Ｒ-squared 0．200 0．198 0．198 0．198 0．194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或者减少国际分工的参与程度。
这与 Ding et al．［7］的结论一致。
高管政治兼职导致无效率，损害

企业生产率，进而降低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因此理论假设三成

立。而且按照本文的理论框架，
政治背景的信息优势在于能获

取政府补贴和金融支持等，认知

结构的政治偏向性降低了企业

通过参与价值链分工增加利润

的动力和偏好。
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可能

更倾向于雇佣没有政治背景、对
企业来说更有效率的高管，因此

内生性问题显著存在。这里仍
然采用两种方式处理内生性: 一

是中外合资企业倾向于雇佣更

有能力的管理层，对管理层政治

背景考虑不多，这反而使得合资

企业管理层在政治背景方面更

接近随机分布。同样需要注
意样本变化导致的选择偏差

( selection bias ) 问题; 二是进行
工具变量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7。
处理了内生性之后的回归结果

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尤其

是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支持基

准回归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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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管理层政治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 处理内生性)

国有企业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政治背景 －0．187 －0．952 －1．431＊＊＊ －1．831＊＊＊ －0．992
( 0．184) ( 0．605) ( 0．469) ( 0．609) ( 0．875)

Observations 339 339 339 339 339
Ｒ-squared 0．450 0．453 0．462 0．462 0．451

工具变量回归

政治背景 －0．439＊＊＊ －1．236＊＊＊ －0．884＊＊＊ －1．054＊＊＊ －1．522
( 0．085) ( 0．333) ( 0．280) ( 0．365) ( 1．259)

Kleibergen-Paap LM statistic 504．100 184．415 646．326 578．661 64．678
Kleibergen-Paap Wald F statistic 2 772．238 508．661 116．533 65．569 81．999
Observations 2 611 2 611 2 611 2 611 2 611
Ｒ-squared 0．217 0．210 0．215 0．215 0．208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 四) 合并回归

由于三种管理层背景并不是

完全独立的，可能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而且根据以上回归结果三

种背景都会影响企业价值链参

与，因此有必要将三种背景都放

入回归方程，减少遗漏变量的可

能性，同时也可以用来观察结果

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 8。对比
前文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三种

背景的所有回归结果基本没有发

生太大变化，这再次证明了上文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而且单独回
表 8 三种背景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

国有企业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研发设计背景 0．043 4 －0．037 0 0．647＊＊＊ 1．255＊＊＊ 0．029
( 0．047) ( 0．080) ( 0．187) ( 0．255) ( 0．280)

海外背景 －0．384＊＊＊ －0．733＊＊＊ －0．881* 0．060 7 －1．826＊＊＊

( 0．095) ( 0．200) ( 0．458) ( 0．583) ( 0．677)
政治背景 －0．279＊＊＊ －0．598＊＊＊ －0．773＊＊＊ －0．939＊＊＊ －0．391

( 0．059) ( 0．169) ( 0．187) ( 0．215) ( 0．373)
常数项 －0．869＊＊＊ －0．863＊＊＊ －0．777＊＊＊ －0．786＊＊＊ －0．770＊＊＊

( 0．155) ( 0．154) ( 0．153) ( 0．153) ( 0．152)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3 533
Ｒ-squared 0．203 0．201 0．202 0．203 0．197

一般贸易企业样本

管理层范围 董监高 高管 董事长+CEO 董事长 CEO
研发设计背景 0．065 －0．009 0．640＊＊＊ 1．251＊＊＊ －0．004

( 0．051) ( 0．088) ( 0．205) ( 0．277) ( 0．306)
海外背景 －0．458＊＊＊ －0．748＊＊＊ －0．673 0．333 －1．629＊＊

( 0．105) ( 0．219) ( 0．500) ( 0．624) ( 0．750)
政治背景 －0．275＊＊＊ －0．597＊＊＊ －0．647＊＊＊ －0．829＊＊＊ －0．241

( 0．065) ( 0．187) ( 0．205) ( 0．235) ( 0．417)
常数项 －0．969＊＊＊ －0．947＊＊＊ －0．867＊＊＊ －0．871＊＊＊ －0．857＊＊＊

( 0．170) ( 0．169) ( 0．168) ( 0．168) ( 0．167)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 959 2 959 2 959 2 959 2 959
Ｒ-squared 0．204 0．200 0．199 0．202 0．195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归某种管理层背景和全球价值链

参与的关系并不存在严重的遗漏

变量问题。另外，根据 Manova
and Yu［40］的研究，中国企业之所
以以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全球价

值链，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受到

融资约束。占据价值链的更多环
节意味着更多获利，但是这也需

要更多的营运资本。加工贸易企
业锁定在价值链低利润生产环节

可能是因为融资约束导致的被动

选择。尽管在控制变量中我们控
制了企业是否属于加工贸易，但

是我们仍然可以使用一般贸易企

业样本获得更准确的估计结果。
表 8 下方同时显示了一般贸易企
业的三种管理层背景对海外附加

值率的回归结果。使用一般贸易
企业样本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个

稳健的结论，研发设计背景( 主要

是董事长) 可以显著提高海外附

加值率，海外背景( 主要是 CEO)
和政治背景( 主要是董事长) 则显

著降低企业的海外附加值率，因

此我们的回归结论是稳健的。
综上所述，基准回归、子样本

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较为稳健地给出了以下结论: 企业管理层的研发设计职业背景显著提高

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而管理层的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则显著降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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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设计背景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董事长层面，其他层面的高管没有显著、稳
健的影响; 管理层海外经历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除董事长外的其他高管上，董事长的海外经历没有

显著、稳健的影响; 政治背景的影响基本不存在这种差异，各个层面管理者的影响比较一致，都显著
降低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表 9 管理层研发设计背景的影响渠道

因变量: 研发占收入的比重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研发背景 0．055＊＊＊ 0．053＊＊＊ 0．104＊＊＊ 0．104＊＊＊ 0．103＊＊＊

( 0．004) ( 0．007) ( 0．017) ( 0．022) ( 0．026)
Observations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Ｒ-squared 0．413 0．392 0．388 0．385 0．384

因变量: 中间品的进口比例

研发背景 －0．001 0．002 0．065＊＊ 0．089＊＊ 0．037
( 0．008) ( 0．013) ( 0．033) ( 0．040) ( 0．050)

Observations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Ｒ-squared 0．937 0．937 0．937 0．937 0．937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六、不同管理层背景影响渠道
的差异性分析

按照本文的理论描述，除了管理

层背景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的渠道外，还将在吸收能力、信息优
势等效应的影响下，通过增加中间品

进口，促进技术消化吸收，改进设备

等渠道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因
此，判断企业提高( 降低) 海外附加值

的依据就在于判断企业是通过参与

国际分工的同时增加研发、谋求技术
进步、提高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还

表 10 管理层海外背景的影响渠道

因变量: 研发占收入的比重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海外背景 0．046＊＊＊ 0．052＊＊＊ 0．015 0．113 －0．082＊＊

( 0．008) ( 0．020) ( 0．042) ( 0．076) ( 0．034)
Observations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Ｒ-squared 0．386 0．382 0．381 0．382 0．381

因变量: 中间品的进口比例

海外背景 －0．016 0．002 0．122 0．096 0．148
( 0．015) ( 0．047) ( 0．158) ( 0．080) ( 0．310)

Observations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Ｒ-squared 0．937 0．937 0．937 0．937 0．937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是大范围退出国际分工、减少中间品
进口、放缓技术进步、谋求短期利润。
管理层的知识倾向性以及企业

的决策过程很难被观测到，但基于前

面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

中间品进口程度和研发支出情况侧

面分析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变

化。前者显示中间品的来源，后者部
分反映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如果
企业仅仅注重中间品进口，没有相应

的模仿学习过程则可能仅是加工贸

易; 如果企业只注重研发投入，不参
表 11 管理层政治背景的影响渠道

因变量: 研发占收入的比重

管理层范围
( 1)
董监高

( 2)
高管

( 3)
董事长+CEO

( 4)
董事长

( 5)
CEO

海外背景 0．000 0．011 －0．012 －0．014 －0．010
( 0．003) ( 0．011) ( 0．012) ( 0．013) ( 0．023)

Observations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Ｒ-squared 0．381 0．381 0．381 0．381 0．381

因变量: 中间品的进口比例

海外背景 －0．035＊＊＊ －0．108＊＊＊ －0．099＊＊＊ －0．092＊＊ －0．113
( 0．010) ( 0．031) ( 0．034) ( 0．038) ( 0．070)

Observations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4 190
Ｒ-squared 0．937 0．937 0．937 0．937 0．937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与国际分工，则说明存在信息劣势，

无法紧跟行业技术前沿。为此，我们
将前述回归的因变量换成研发占收

入的比重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比例进

行回归，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海

关数据库，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

回归结果见表 9至表 11。
( 一) 研发设计背景的影响渠道

分析

首先，具有研发设计职业背景的

管理层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支出

水平，证明了本文的关键假设之一即

管理层的背景使其决策有一定的倾向性; 其次，研发背景对中间品进口比例的影响与对国外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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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影响方式相近，也是董事长在起关键作用。结合以上两点不难发现，管理层( 尤其是董事长) 研
发背景显著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通过提高研发和技术水平，增加国外高质量中间品进口，

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渠道来实现的，而中间品进口的增加还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

技术水平。这与理论框架中假设研发设计职业背景提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提高技术领域的信息对
称，增加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一致的。
( 二) 海外背景的影响渠道分析

管理层海外背景对企业研发有正的影响，但这一结论并不稳健，CEO的影响甚至显著为负，而除董
事长和 CEO外的高管海外背景则增加了研发支出占比，这与前文提出海外归国高管技术人才会使技术
“内部化”，进而减少中间品进口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解释是一致的。此外，管理层海外背景也没有
显著增加中间品的进口比例。因此，海外背景导致企业降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渠道主要是在不改变
中间品来源结构的同时，增加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但是这种附加值的提高并不以研发和技术进步为依

托。事实上，高管的海外背景更多体现在其信息优势上，海外经历可以拓宽高管的视野，学习发达国家
先进的管理和销售等方面的经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或者降低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
( 三) 政治背景的影响渠道分析

管理层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研发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了前文所述政治背景往往造成

无效率。同时，政治背景还导致中间品进口比例减小。按照 Ding et al．［7］的研究，管理层政治背景的
优势在于保障合同执行和缓解融资约束，这对于企业从国内购买中间品比较有利，而且上游厂商还

可能通过行贿等方式更多地向企业提供中间品。这种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导致了企业海外附加值的
下降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下降，在技术进步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表 12 管理层背景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及其渠道

研发设计背景 海外背景 政治背景

全球价值链参与 + － －
研发水平 + / /
中间品进口比例 + / －

注: +表示提高，－表示降低，/表示不确定或无显著影响。

综上，不同管理层背景对企业全球

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及其渠道可以概括

为表 12。高管的研发设计背景对企业的
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显著正面的影响，且

通过研发和中间品进口两个具体渠道产

生影响; 海外背景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

与有显著负面的影响; 政治背景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且具体的影响渠道主要是显

著减少了中间品进口比例。上面我们从研发水平和中间品进口的视角，尝试分析了管理层背景对企
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产生异质性影响的可能渠道。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管理层的人物背景多种多
样，因此会有更多的影响渠道，以上分析仅仅涵盖了部分重要人物背景和影响渠道，其他尚需进一步

挖掘分析。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从吸收能力、高阶梯队理论和信息优势等方面论述了企业高管背景影响全球价值链参

与的理论机制，然后对上市公司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作了事实性描述，最后通过合并海关数据库和

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管理层的研发设计职业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的影响，结论表明，三种管理层背景的影响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层面上形成了一种递进关系: 研发

设计背景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提高，其中间机制在于增加中间品进口和提高研发

技术水平; 海外背景对研发和中间品进口没有显著和明确的影响; 政治背景降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是通过中间品进口替代完成的，这对企业的长期影响是负面的。
在当前国际经济和贸易形势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的背景下，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于紧跟国际分工形势、发挥“进口中学”作用、促进企业的
价值链位置向高端攀升都有重大意义。首先，从经验研究的结果来看，管理层背景对企业参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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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分工有显著的重要影响。企业应当慎重考察管理层人选的职业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
等，避免某些个人背景造成的无效率，注重挑选和培养有研发创新意识的企业员工，在公司内部形成

注重研发创新的良好氛围，培养企业员工尤其是管理层关注国际分工形势，深入了解行业国际竞争

和价值链形态的意识，培养工匠精神和赶超意识; 其次，从管理层背景发挥作用的机制来看，对外部

知识的吸收能力以及取得信息优势非常重要。因此，企业应当强化研发投入，加快进口学习和技术
消化吸收，避免信息不对称，掌握行业价值链分工布局，牢牢把握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机遇，有力应

对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在技术进步中逐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渐占领价值链顶端。最后，从
回归结果来看，董事长和其他管理层存在目标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公司治理。上市公司应
建立良好的企业决策机制，避免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过度受到管理层个人倾向的影响，建立良性的激

励兼容机制，使得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目标一致，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和短视行为，重视长远规划。
本文的研究目前停留在管理层背景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阶段，事实上企业是否参与全球

价值链生产除了内生于企业内部因素外，还取决于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和金
融环境等，如何加强这些宏观和外生因素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

题。此外，管理层背景在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同时也会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
置，影响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速度，这也是我们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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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GEＲＲ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and this impact is less prominent for

large-scale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the effect of GEＲＲ on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will be less prominent，

while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ails to produce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ＲＲ and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The abov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 tests． The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stitutional inducements of China’s overcapacity，but also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consolidating the micro-foundation of quality reform and efficiency refor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government-

enterprise information asymmetr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usiness environment; changes of governme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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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background an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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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has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of global trade，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 of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among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manag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y merging the database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database of customs，this study calculates the overseas value-added rate of export products of enterprises，studies how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overseas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flue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of enterprises respectively，and what kind of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influe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of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 of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and

influence channels of the three management backgrounds on enterprises’participation in the divis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increase of Management Ｒ＆D and design and other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has increa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and its influence channel is to increase the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Ｒ＆D technology，which is very beneficial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Overseas background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which has no significant and clear impact on Ｒ＆D and intermediate import，and has

uncertainty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enterprises;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reduce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intermediate import substitution，and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weakening of exiting global value chain and

“Learning by Importing”on enterprises is negative．

Key words: management background; global value chain; intermediate import; enterprise Ｒ＆D; learning by importing;

lis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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